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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从量与质两个方面探讨高等教育扩张过程中不同阶层子辈的高等教育机会不
平等的演化情况。我们首先构建理论模型解析高等教育扩张如何影响不同收入阶层家庭的高等教
育选择。理论分析解释了高等教育扩张将有助于缩减高等教育机会量的不平等，即缩小不同收入
阶层间子辈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不平等；但高等教育扩张可能导致高等教育机会质的不平等加剧，
即阶层间高水平高等教育机会的不平等状况可能进一步扩大。进一步利用我国微观数据进行实证
检验的结果显示，随着高考录取率的逐步提升，家庭的经济背景对子辈上高等院校（大专以上）的影
响不断减小，但对考入高水平大学（“２１１”“９８５”院校）的影响却在增强，数据检验支持了理论分析的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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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现代社会中，高等教育是影响个人收入和社会地位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不同收入阶层在高等
教育机会获得上是否平等直接影响到阶层间收入不平等的演变。因此高等教育资源的分配是否公
平早已成为收入公平和社会公平的重要议题，越来越受到经济学、社会学和教育学等相关学科研究
的关注。我国从１９９９年开始，高等教育供给迅速增长。直观来看，似乎高等教育的扩张使更多低阶
层家庭的子女接受高等教育，实现向上流动，缩小收入差距，促进社会的平等。可是我们注意到近年
来“寒门再难出贵子”的论调也时常出现在人们的视线。新增的高等教育资源是否在不同的社会阶
层间进一步扩大了高等教育机会的不平等？这是本文要讨论的核心议题。
利用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１０年我国人口普查数据，以１８～２２岁作为高等教育适宜年龄，将１８至２２岁
的高校在校、毕业、肄业、辍学人数之和与适龄总人数的比值作为高等教育辈出率的粗略估计。数据
统计显示，２０００年，城市地区１８～２２岁人口中大学专、本科辈出率为２２．７８％，本科辈出率１１．３５％；
乡镇人口大学专、本科辈出率１．９２％，本科辈出率为０．３７％。２０１０年，城市地区专、本科辈出率
４５．４６％，本科辈出率２３．４３％，乡镇人口专、本科辈出率１３．７８％，本科辈出率４．５９％。数据表明，无
论是本、专科还是大学本科，城市的辈出率均高于农村，说明城乡高等教育机会仍存在差距。但从增
长情况来看，从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１０年，城市地区专、本科辈出率增长９９．５６％，乡镇人口专、本科辈出率
增长６１７．７１％；城市本科辈出率增长１０５．８９％，乡镇人口本科辈出率增长高达１１４０．５４％。可以发
现，农村高等教育辈出率的增长显著高于城市，其结果是上述高等教育的城乡差距在不断减小。虽
然，这里的城乡高等教育差距的缩小是否主要得益于高等教育扩张还需进一步的严谨分析，但以上
直观数据观察支持高等教育扩张有助于促进教育机会公平的观点。然而，如果我们进一步思考则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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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知道“寒门再难出贵子”的现象可能与以上数据也并不矛盾。据数据统计，目前我国共有普通高等
院校２６３１所，其中本科院校１２４３所，但家长与考生所希望的高水平大学如“２１１”院校１１２所，而其
中“９８５”大学仅有３９所①。显然高等院校之间存在显著差距，高水平大学毕业生与一般水平院校毕
业生的向上流动机会也迥然不同。因此公众所期望的教育机会获得的平等更关键的可能在于高水
平大学教育机会获得的平等。如此，作为验证是否“寒门再难出贵子”的一个更贴切的相关分析应该
是：随着高等教育的扩张，社会中低阶层家庭的子女进入“９８５”“２１１”大学的机会是否相对更少了。
基于以上讨论，考虑到我国高等教育质量的显著差异，本文认为探讨高等教育扩张是否促进教育机
会平等需要从数量和质量两方面展开，这也是本文不同于其他研究文献的分析视角。
关于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的讨论，一些学者关注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引发因素。Ｃｏｌｅｍａｎ（１９８８）
指出家庭资源将影响子辈的教育获得。李煜（２００６）总结家庭背景对子辈教育机会的影响主要通过
文化再生产和家庭资源转化两种方式。Ｓｕｌｉｖａｎ（２００１）、Ｌａｒｅａｕ　＆ Ｗｅｉｎｉｎｇｅｒ（２００３）等强调了文化
再生产理论，认为父辈的文化资本有利于提高子辈的认知和学习能力，并营造更好的家庭学习氛围，
这将提高子辈的成绩，使其更可能获得优质的教育。而包括Ｂｅｃｋｅｒ　＆Ｔｏｍｅｓ（１９７９）、唐俊超（２０１５）
等强调家庭资源转化对子辈教育机会的影响，这些研究认为拥有经济和社会资本的家庭可以通过增
加对子辈的教育投入，或在最后环节利用家庭资源对子辈入学进行“干预”，来增加子女的教育机会，
最终导致家庭资源不同的子辈教育机会不平等。
另一部分研究则着重探讨教育扩张过程中教育机会不平等程度的演变状况。其中一方认为教
育扩张可能加剧教育机会获得的不平等。如 Ｒａｆｔｅｒｙ　＆ Ｈｏｕｔ（１９９３）提出“最大化维持不平等”
（ＭＭＩ）假设，该假设认为新增的教育资源首先被社会上层阶层获取，只有当上层的教育需要饱和时，
教育扩张才能惠及中下层。而Ｌｕｃａｓ（２００１）在 ＭＭＩ假设的基础上强调不平等还体现在教育质量
上。他指出即使上层的教育需求得到满足，留给中下层的教育资源也是低质量的，这将维持阶层间
教育获得的不平等状况，这一理论被称为“有效维持不平等”（ＥＭＩ）假设。此外，在考察西方国家伴
随工业化进程而展开的长达半个世纪的教育扩张是否缓解了教育机会不平等状况的研究中，Ｂｒｅｅｎ
＆ Ｗｈｅｌａｎ（１９９３）对爱尔兰、Ｂｌａｎｄｅｎ　＆ Ｍａｃｈｉｎ（２０１３）对英国的分析也显示父辈社会阶层对子女教
育获得的影响并未减弱，且可能存在增强的趋势。针对我国的研究，李春玲（２００３，２０１０）、郝大海
（２００７）、Ｇｕｏ　＆ Ｗｕ（２００８）、Ｔｒｅｉｍａｎ（２０１３）等从不同角度指出我国高等教育扩张并未缩小教育机会
不平等，甚至可能加剧阶层间教育机会的不平等。
另一方观点则倾向于主张教育扩张有助于减缓教育机会获得的不平等。如基于荷兰（ｄｅ　Ｇｒａａｆ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０）和挪威（Ｌｉｎｄｂｅｋｋ，１９８８）数据的实证研究显示教育扩张有助于缩小教育机会不平等。关
于我国的研究，吴晓刚（２００９）认为新中国成立后的教育扩张在一段时间内改善了教育机会不平等现
象，但之后家庭背景再次发挥持续且稳定的作用。吴愈晓（２０１３）提出家庭经济条件对子女各阶段升
学机会的影响自１９７８年以来几乎没有发生变化。另外，一些学者关注了高等教育内部的质量差异。
Ａｒｕｍ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指出，高等教育扩张带来了社会分层的固化，上层社会子女获得精英高等教育，而
中下层子女则被分流到质量较差的院校。Ｂｏｌｉｖｅｒ（２０１１）利用英国１９６０－１９９５年的数据进行检验，
发现高等教育扩招在１９９０年后缩小了阶层间高等教育机会数量上的不平等，但质量上的不平等仍
在持续。刘精明（２００６）的研究表明扩招后我国包括成人教育、大学专科、大学本科的高等教育总体
上的不平等缓解，而大学本科层面的不平等程度加剧。王伟宜（２０１３）通过分析我国１９８２－２０１０年
１６所高校各阶层的辈出率发现阶层间普通本科和专科院校的入学机会差异不断缩小，而重点高校
入学机会的不平等状况先上升后下降。
如前所述，本文主要关注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扩张的不断推进，不同社会阶层的子女接受高等教
育机会不平等状况如何演变。与已有研究不同，本文主要在以下两方面进行了进一步深化分析。一
方面，在分析方法上，已有研究主要采用实证分析的方式比较不同年代教育获得的不平等状况，其
中，部分国内研究也使用双重差分等计量方法考察我国“扩招”政策前后教育机会不平等的演变。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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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研究尚未运用模型以明确解释不平等程度变化的内在机理。本文则注重运用模型演绎展开理
论分析，在此基础上再结合计量检验，以增强本研究的逻辑一致性与现实一致性的统一。我们依据
现实将高等教育区分为一般水平和高水平两类，以同时考察高等教育机会在数量与质量两方面的不
平等是否存在不同的演变状况。通过模型演绎，本文着力刻画了在高校扩张的进程中，家庭背景对
子辈在入学机会和入学质量两方面的影响机制，解释了高校扩招在数量上将使阶层间高等教育机会
获得的差距缩小，但在质量上，高校扩招可能使得高水平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不平等进一步加剧。
另一方面，在数据处理上，本文利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ＣＨＩＰ）数据库２０１３年数据展开实证分析，有
别于已有研究主要对比不同年代或扩招政策推出前后的不平等程度，本文以高考录取率作为我国高
等教育扩张的代理变量对理论分析结论展开计量检验。我们可以注意到高校扩招不仅仅发生在政
策出台的１９９９年，而是在１９９９年之后不断推进，细化高校扩招指标能更好地检验随着扩招的推进，
高等教育机会和高水平高等教育机会的不平等状况如何演变。
二、一个简单的模型分析和理论解释
在理论模型设定上，我们参考 Ｍｕｎｓｈｉ（２０１１）的思路，构建一个高等教育选择模型。在模型中，
一方面，我们引入高等教育扩张因素、考虑现实中高等教育量的扩张，这里高等教育量的扩张将减少
个人获得高等教育的成本。另一方面，我们区分了现实中高等教育质的差异，将高等教育区分为一
般水平高等教育（如大专与一般本科高校）和高水平高等教育（如“２１１”“９８５”院校）。此外，选择主体
的个人能力禀赋和家庭经济背景也存在差异。利用该理论模型，我们将着重分析随着高等教育扩张
的不断推进，不同水平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不平等程度将如何演变。
（一）模型基本设定
现在，假设个人能力ａｉ在［０，１］上均匀分布。每个个体（或家庭）面临如何选择高等教育，这里可
选择不接受高等教育、接受一般水平的高等教育或接受高水平的高等教育。如果选择不接受高等教
育直接进入劳动市场，则工资为ω０，此时其收入的效用为Ｕ１＝ｌｏｇω０。若选择接受一般水平的高等教
育，将获得工资ω１，但进入一般水平的高等院校也需要个体付出努力等成本，假设努力等带来的负效
用也即成本为Ｃｉ１（τ１，ξ，ｙｉ，ａｉ），这一成本与一般水平高校入学难度τ１、高校扩招程度ξ、个体的家庭经
济水平ｙｉ以及个人能力水平ａｉ有关。具体来说，当考试难度增加时，个体将付出更多的努力，成本增
加，即ｄ　Ｃｉ１
（τ１，ξ，ｙｉ，ａｉ）
ｄτ１ ＞０
；随着高等教育扩张不断推进，ξ不断提高，进入一般水平高等院校需要付
出的努力等成本减小，即ｄ　Ｃｉ１
（τ１，ξ，ｙｉ，ａｉ）
ｄξ
＜０；经济条件更好的家庭可以通过更多进行家庭教育投
入，包括为子女选择教育质量更高的学校或参加课外辅导班等形式，降低子女进入一般水平高校的
难度，因 此ｄ　Ｃｉ１
（τ１，ξ，ｙｉ，ａｉ）
ｄ　ｙｉ ＜０
；而 个 人 能 力 越 高 其 进 入 大 学 所 需 的 努 力 成 本 越 低，即
ｄ　Ｃｉ１（τ１，ξ，ｙｉ，ａｉ）
ｄ　ａｉ ＜０
。此时，个人能力为ａｉ的个体若选择接受一般水平的高等教育，则将获得的总
效用为：Ｕ２＝ｌｏｇω１－Ｃｉ１（τ１，ξ，ｙｉ，ａｉ）。
个人如果接受了高水平的高等教育，可获得更高工资ω２，而进入高水平大学的成本为Ｃｉ２（τ２，ξ，
ｙｉ，ａｉ），与一般水平高校的成本类似，高水平高等教育的成本也随着高水平院校本身入学难度τ２的提
升而增加，随着扩招水平ξ的增加而减小，随着个人家庭的收入水平ｙｉ的增加而下降，随着个人能力
ａｉ的 提 升 而 下 降，即
ｄ　Ｃｉ２（τ２，ξ，ｙｉ，ａｉ）
ｄτ２ ＞０
，ｄ　Ｃｉ２（τ２，ξ，ｙｉ，ａｉ）
ｄξ
＜０，
ｄ　Ｃｉ２（τ２，ξ，ｙｉ，ａｉ）
ｄ　ｙｉ ＜０
，
ｄ　Ｃｉ２（τ２，ξ，ｙｉ，ａｉ）
ｄ　ａｉ ＜０
。如此，个体选择进入高水平大学的总效用为：Ｕ３＝ｌｏｇω２－Ｃｉ２（τ２，ξ，ｙｉ，ａｉ）。
根据以上结论，为简便分析，我们进一步假设，Ｃｉ１（τ１，ξ，ｙｉ，ａｉ）＝
τ１
ａｉｙｉμξα
，Ｃｉ２（τ２，ξ，ｙｉ，ａｉ）＝
—５７—
邵宜航 徐 菁：高等教育扩张与教育机会不平等演变
　 　２０１７年第１２期
τ２
ａｉｙｉνξβ
（τ１＞０，μ＞０，α＞０，τ２＞０，ν＞０，β＞０）。通常情况下，高水平大学的入学难度远高于一般水平
大学，因此这里可以假定τ２＞τ１＞０。同时，教育水平越高的个体通常将获得越高的工资，所以我们假
设ω２＞ω１＞ω０＞０。此外，一般情况下，课外补习等家庭教育投入对个体进入一般水平院校的帮助大
于进入高水平院校，因此我们假设μ＞ν。最后，我们可以观察到我国高等教育的扩张对不同水平的
高校是不同的，一般水平院校的扩招程度远超过９８５、２１１工程院校，在此我们假设α＞β。接下来，我
们分析不同阶层的个体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差异，更重要的，我们将讨论随着高等教育扩张的不断
推进，阶层间教育机会的不平等程度如何演变。
（二）一般水平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及演变
首先，我们讨论能力为ａｉ，家庭财富为ｙｉ的个体如何在一般水平高等教育和不接受高等教育之间
抉择。显然，当Ｕ１＜Ｕ２时，接受一般水平的高等教育优于不接受高等教育，而当Ｕ１＞Ｕ２时，不接受高
等教育直接工作则是更好的选择。因此我们可根据Ｕ１＝Ｕ２确定第一个能力节点ａ＊１ ，在该能力节点，
两者无差异。由ｌｏｇω０＝ｌｏｇω１－ τ１ａｉｙｉμξα
可得：
ａ＊１ ＝ １ｌｏｇ（ω１／ω０）τ１ｙ
－μ
ｉ ξ－α （１）
当个人能力ａｉ＞ａ＊１ 时，Ｕ２－Ｕ１＝ｌｏｇ（ω１／ω０）－Ｃｉ１（τ１，ξ，ｙｉ，ａｉ）＞ｌｏｇ（ω１／ω０）－Ｃｉ１（τ１，ξ，ｙｉ，ａ＊１ ）
＝０，所以此时个体选择接受一般水平的高等教育，而当ａｉ＜ａ＊１ 时，则不接受高等教育。（１）式隐含了
是否接受一般水平高等教育的能力节点ａ＊１ 与家庭经济水平有关。接下来我们分析家庭经济水平将
如何影响个体高等教育选择。这里容易得到：
ａ＊１
ｙｉ ＝－
μ
ｌｏｇ（ω１／ω０）τ１ｙ
－μ－１
ｉ ξ－α ＜０ （２）
（２）式说明当家庭经济水平更高时，能力节点ａ＊１ 更低，即高收入家庭的子女进入一般水平高等院
校的能力要求将低于低收入家庭的子女。这是因为高收入的家庭可以为子女投入更多的家庭教育
支出，例如参加更多的课外辅导班，甚至在可能的情况下选择更好的初中和高中学校，以此来弥补子
女能力方面的差距。
因此，（２）式能力节点的差异即体现为现实中的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不平等现象：一些能力禀赋
相同的人如出生在家庭经济水平高的家庭则会选择接受高等教育，但如其出生在经济水平较低的家
庭则只能选择放弃高等教育。
进一步，我们探讨不同经济水平的家庭子辈接受一般水平高等教育的能力节点差异如何随着高
校扩招的推进而演变。将（２）式再对扩招因素ξ求导，可考察一般水平高等教育能力节点差异的变
化趋势：
２　ａ＊１
ξｙｉ
＝ μαｌｏｇ（ω１／ω０）τ１ｙ
－μ－１
ｉ ξ－α－
１ ＞０ （３）
结合（２）式和（３）式可知，家庭经济水平的提升将使子辈接受一般水平高等教育的能力节点下
降，但随着高等教育扩招的推进，家庭经济水平对接受一般水平高等教育的能力节点的影响力度将
减小。换句话说，随着高等教育的扩张，不同经济水平家庭的子辈间接受一般水平高等教育的能力
节点差距将缩小。其现实含义就是，高等教育的扩张将使不同阶层间接受一般水平高等教育的机会
不平等缩小。
（三）高水平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及演变
接下来，我们讨论高水平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不平等以及扩招对不平等程度的影响。如前所
述，Ｕ２表示接受一般水平高等教育后的总效用，这里用Ｕ３表示接受高水平高等教育后的总效用。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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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当Ｕ２＞Ｕ３时，接受一般水平高等教育优于接受高水平高等教育；反之则相反。同样我们先找出
两者的无差异节点，根据Ｕ２＝Ｕ３，我们可以确定此时的能力节点ａ＊２ ：
ａ＊２ ＝ １ｌｏｇ（ω２／ω１）
（τ２ｙ－νｉξ－β－τ１ｙ－μｉ ξ－α） （４）
当个体 能 力ａｉ ＞ａ＊２ 时，Ｕ３ －Ｕ２ ＝ｌｏｇ （ω２／ω１）－τ２ｙ
－ν
ｉξ
－β－τ１ｙ－μｉξ
－α
ａｉ ＞ｌｏｇ
（ω２／ω１）－
τ２ｙ－νｉξ
－β－τ１ｙ－μｉξ
－α
ａ＊２
＝０，此时将选择接受高水平的高等教育。反之，当ａｉ＜ａ＊２ 时，将选择不接受高水
平的高等教育。
进一步比较不同的能力节点，即Ｕ１＝Ｕ３的能力节点为ａ＊３ ＝ １ｌｏｇ（ω２／ω０）τ２ｙ
－ν
ｉξ
－β。为保证所有能力
的个体都能有最优的选择（没有循环偏好），我们考虑满足条件ａ＊２ ＞ａ＊３ ＞ａ＊１ 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能
力在［０，ａ＊１ ］之间的个体选择不接受高等教育，能力在［ａ＊１ ，ａ＊２ ］之间的个体则接受一般水平的高等教育，
能力水平为［ａ＊２ ，１］的个体将进入高水平的大学学习。而实际上，ａ＊３ ＞ａ＊１ ，即τ２ｙ
－ν
ｉξ
－β
τ１ｙ－μｉξ
－α＞
ｌｏｇ（ω２／ω０）
ｌｏｇ（ω１／ω０）
，等
价于Ｃｉ２
Ｃｉ１＞
ｌｏｇ（ω２／ω０）
ｌｏｇ（ω１／ω０）
；而ａ＊２ ＞ａ＊３ ，即τ２ｙ
－ν
ｉξ
－β
τ１ｙ－μｉξ
－α＞
１
ｌｏｇ（ω２／ω１）
／ １
ｌｏｇ（ω２／ω１）－
１
ｌｏｇ（ω２／ω０（ ）），该式化简后
等价变形也为Ｃｉ２
Ｃｉ１＞
ｌｏｇ（ω２／ω０）
ｌｏｇ（ω１／ω０）
。这一条件可理解为进入高水平大学的成本（也意味着难度）与进入一
般水平院校的成本（难度）之比大于两类院校毕业后工资提升带来的效用增加之比，这样的设定符合
现实中的情况。因此，在该合理假设之下，我们只要考虑区分不接受高等教育和一般水平院校的能
力节点ａ＊１ 以及进入一般水平院校和高水平院校所确定的能力节点ａ＊２ 。
与上述分析方法类似，首先考察上高水平大学的能力节点ａ＊２ 如何随家庭经济水平ｙｉ而变动：
ａ＊２
ｙｉ ＝
１
ｌｏｇ（ω２／ω１）
（μτ１ｙ－μｉ ξ－α－ντ２ｙ－νｉξ－β）ｙ－
１
ｉ （５）
这里进入高水平大学的成本高于进入一般水平院校成本的设定，即，τ２ａｉ－１　ｙ－νｉξ
－β＞τ１ａｉ－１　ｙ－μｉ
ξ
－α，该式等价于τ２ｙ－νｉξ
－β－τ１ｙ－μｉξ
－α＞０；当该成本差异较大，而衡量家庭经济收入水平对降低成本贡
献弹性的μ没有远大于ν时，则μτ１ｙ
－μ
ｉξ
－α－ντ２ｙ－νｉξ
－β＜０成立，此时（５）式小于０，即
ａ＊２
ｙｉ＜０
。这表明
当家庭收入ｙｉ增加时，进入高水平大学的能力节点将下降。与一般水平的高等教育情况类似，由于高收
入家庭可以用更高的收入弥补子女的能力差距，因此高收入家庭子女进入高水平大学的能力要求将低
于低收入家庭。同样，这也意味着不同经济水平阶层间存在着获得高水平高等教育机会的不平等。
为考察不同阶层间高水平教育机会获得的能力节点差距如何随着扩招的推进而变化，我们将
（５）式再对扩招变量ξ求导，可得：
２　ａ＊２
ξｙｉ
＝ １ｌｏｇ（ω２／ω１）
［βντ２ｙ－νｉξ－β－αμτ１ｙ－μｉ ξ－α］ｙ－
１
ｉ ξ－
１ （６）
这里虽然有，τ２ｙ－νｉξ
－β＞τ１ｙ－μｉξ
－α，但在ν＜μ，且β远小于α时，（６）式可能小于０。β远小于α假
设的隐含的情况是一般水平的高等院校扩招程度远高于高水平的高等院校，这也与现实情况相符。
此时，
２　ａ＊２
ξｙｉ
＜０，即随着高等教育扩张的推进，更高家庭经济水平引致的获得高水平高等教育机会的
能力节点下降的作用可能进一步加剧，不同经济水平家庭的子辈获得高水平高等教育的机会不平等
可能进一步扩大。
（四）高等教育扩张与机会不平等演变
综上，我们从量和质两个角度对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的演变进行进一步的明确讨论。基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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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个人的能力禀赋具有随机性并难以客观观测，本文也使用了理论分析中通常采用的个人能力禀赋
在［０，１］区间上均匀分布的简洁假设。从以上分析容易看出，这样假设之下，逻辑上个体接受高等教
育的概率和能力节点的取值是等价的，经济水平为ｙｉ的任一随机选取的家庭，其子女接受高等教
育———包括一般水平的高等教育和高水平的高等教育（总量的视角）———的概率为ｐｉ１＝１－ａ＊１ （ξ，
ｙｉ）②，而其接受高水平高等教育（质的视角）的概率为ｐｉ２＝１－ａ＊２ （ξ，ｙｉ）。由此，我们可以更明确得出
以下结论：第一，根据（２）式和（３）式可知，ｄ　ｐｉ１ｄ　ｙｉ＝－
ｄ　ａ＊１
ｄ　ｙｉ＞０
，
２　ｐｉ１
ｙｉξ
＝－
２　ａ＊１
ｙｉξ
＜０，这说明从总量视
角，不同经济水平阶层间高等教育机会获得存在不平等，但不平等程度随着高等教育扩张的推进而
得以缓解；第二，由（５）式和（６）式可知，ｄ　ｐｉ２ｄ　ｙｉ＝－
ｄ　ａ＊２
ｄ　ｙｉ＞０
，
２　ｐｉ２
ｙｉξ
＝－
２　ａ＊２
ｙｉξ
＞０，这表明从质的视角，
接受高水平的高等教育的机会在不同经济水平阶层间也存在不平等，且这种不平等可能随着高等教
育的扩张而进一步加剧。
上述结论的直观含义不难解释。由于更高经济水平的家庭可以通过增加家庭教育支出等方式
提高子女入学概率，因此不同阶层的个体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存在不平等。但不平等程度可能随着
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而变化，其演变情况则可能因高校教育水平的不同而不同。具体来说，从高等
教育数量角度而言，随着扩招的进行，家庭收入水平对提升子女得到高等教育机会的概率的作用减
弱。而对于高水平院校而言，由于其扩招程度远低于一般水平院校，竞争仍旧十分激烈。在高校扩
招的进程中，相比于家庭经济水平对其子女进入一般院校的作用的快速减弱，家庭经济对个体考入
高水平院校的影响减缓速度较慢，这可能导致家庭经济水平对获得高水平高等教育机会的提升作用
相对增强，最终导致高水平教育机会在阶层间的不平等状况进一步加剧。
三、基于中国家庭收入调查（ＣＨＩＰ）数据库的检验
上文从理论层面分析了随着高等教育不断扩张，不同阶层间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不平等状况在
质和量两方面的演变情况并不一致。本部分将利用我国微观调查数据，对上述理论分析的结论展开
实证检验。
（一）相关数据与变量说明
本文的实证分析数据来源于中国家庭收入调查（ＣＨＩＰ）数据库，选取２０１３年调查数据。由于本
文主要考察随着高校扩招的推进，父辈的收入对子辈高等教育机会影响的演变情况，因此需收集子
辈高等教育情况与对应父辈的收入水平。由于ＣＨＩＰ以家庭为调查单位，根据数据的可得性，我们
选取家庭中的户主及配偶与他们的父母、家庭中的子女与户主及配偶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
１．被解释变量。（１）在考察高等教育扩张与高等教育机会（包括前述一般水平和高水平的总
量）不平等演变部分时被解释变量为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这一变量取“１”表明个体接受了高等教育，取“０”则
表示个体未接受过高等教育，这里的高等教育我们采用数据库中的“是否上过大专以上院校”表示。
（２）在高校扩招与高水平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部分的计量中，被解释变量为ｅｌｉｔｅ，表示个体是否获得
了高水平的高等教育。该变量取值“１”表示个体大学毕业于或正就读于９８５工程院校或２１１工程院
校，否则取值“０”。
２．解释变量。我们探讨随着高等教育扩张———即高考录取率不断提升，总体高等教育机会和
高水平高等教育机会的不平等状况如何演变。换言之，家庭收入对子辈接受高等教育和获得高水平
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如何随着高考录取率的提升而变化。因此，在计量分析中，我们的核心解释变
量为家庭经济情况与高考录取率的交叉项。接下来，我们讨论这一变量的确定方法。
首先，确定家庭经济状况。根据理论分析，收入高的家庭可以通过增加子辈初等教育阶段的家
庭教育投入，降低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成本，最终导致不同收入阶层间子辈接受高等教育和高水平
高等教育的机会存在差异。因此，计量模型中的家庭经济情况应当选取子辈青少年时期的家庭收入
水平。但由于数据可得性的限制，我们无法获得具体的收入数据，因此用父辈职业所在阶层ｆ＿ｃ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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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ｅｒ作为个体青少年时期家庭收入水平的代理变量。与邵宜航、张朝阳（２０１６）的做法类似，我们对
父辈的职业阶层进行如下两种方式的划分：一是参考周兴、张鹏（２０１４）的做法，将父辈职业分为七
层，从低到高依次为：（１）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２）农、林、牧、渔、水利生产人员；（３）生产、运输
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４）商业、服务业人员；（５）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６）专业技术人员；（７）国
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二是参考李路路、朱斌（２０１５）的做法，将职业分为三个层次：
最底层为农业及非固定职业；第二层为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商业、服务业人员，办事
人员和有关人员；最高层为专业技术人员和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我们剔除父母
双方均为军人或不便分类的其他人员的样本，并选取父辈中职业阶层较高者所在层级为变量ｆ＿ｃａ－
ｒｅｅｒ赋值。
接下来，我们探讨高考录取率的确定方法。首先，我们需要收集相应年份各省高考录取率情况。
由于各省高考报名及录取情况没有完整公开的统计资料，因此，本文对相应年份高考相关新闻报道
及各省教育考试院公布的高考报名、招生信息进行收集，汇总了２００６－２０１５年各省高考报名人数和
招生人数。但由于时间序列太短，本文进一步收集了各省１９９５年以来高中毕业人数和各省高校招
生人数。经过数据分析发现，各地高中毕业人数与高考报名人数高度相关。另外，各省高校招生人
数也与各省高考录取人数高度相关，这可能由于各省高校在分配招生名额时会为本省考生预留较高
比例的名额，包括吴斌珍、钟笑寒（２０１４）在内的学者亦注意到了两者的相关性。基于以上两个原因，
本文利用各省高中毕业人数估计高考报名人数、以各省高校录取大学生人数推算各省考生录取人
数。具体估算方法为：我们首先计算了可得现实数据最接近的年份———２００６年的各省高考报名人
数与高中毕业人数之比、各省考生录取人数与高校招生人数的比率，以１９９５－２００５年各省高中毕业
人数乘以该省２００６年高考报名与高中毕业人数之比，估算各省历年高考报名人数；以１９９５－２００５
年各省高校招生人数乘以２００６年各省考生录取人数与高校招生人数之比，估算各省历年高考录取
人数。据此补充１９９５－２００５年各省高考报名和录取人数。我们对估算出的历年各省高考报名人数
和高考录取人数进行加总，发现与历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和录取人数偏差不大，说明估计方法具有
一定的可信性。由此我们得到１９９５－２０１３年各省高考报名人数和录取人数，并计算相应年份各省
高考录取率。
为了与ＣＨＩＰ数据库中的个体样本进行匹配，我们需要确定研究样本中子辈的高考年份和省
份。首先，对于参加过高考的调查对象，我们直接用调查数据中“您最后一次参加高考的年份？”和
“您最后一次参加高考的地点是哪个省？”的回答作为个体高考年份和高考省份。同时，在考虑高等
教育机会不平等的问题时，我们也不能忽略未参加高考的样本，因为这些个体可能正是由于家庭经
济条件等因素放弃了高考，甚至放弃高中学习，这也是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的体现。对于这部分未
参加高考的个体，假设１８岁为高考适龄年龄，以其出生年份加上１８年作为他的高考年份，并以其户
口所在地作为高考省份。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得到研究样本中所有个体的高考年份和高考省
份，并与上述各省高考录取率进行匹配，可以得到个体在其高考时期面临的高考录取率，作为衡量高
校扩招程度的变量ｅｎｒｏｌｌｍｅｎｔ。
在构造交互项时，我们将父辈的职业阶层与子辈高考年份前三年的高考录取率进行交互，得到
核心解释变量ｆ＿ｃａｒｅｅｒ＿ｅｎｒｏｌｌｍｅｎｔ３。我们选择录取率的滞后项而非高考年份的录取率来构造交互
项，是因为本文认为在高校扩招过程中，个体根据观察到的扩招程度和家庭经济情况进行教育选择，
由于未来的录取率无法观测，因此个体实际是参考自己高考前几年的高考录取形势做出判断。在本
文中，我们选取滞后三年的录取率构造交互项，是因为相比于高中升大学，在初中升高中阶段的个人
选择分化更大，这与李春玲（２０１４ａ，２０１４ｂ）的观点一致。也就是说，个人常常在初中毕业时期就决定
是否进行高中教育和参与高等教育，或选择放弃升学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此时的高考录取率才是
个体选择时的参考依据。最后，为了解决实证检验中交互项与低次项的共线性问题，我们将低次项
减去其样本均值后再进行交互，同时将减去均值后的低次项也引入回归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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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核心解释变量，计量模型中还控制了研究样本中子辈和父辈的特征因素，包括子辈的
年龄、性别、民族、兄弟姐妹数、高考时的户籍情况、父辈最高受教育年限、最高年龄。表１为主要变
量的定义、赋值方式和描述性统计。
表１　高等教育扩张与教育机会不平等部分变量定义与描述
变量 定义与赋值 均值 标准差
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 接受过普通高等教育赋值“１”，否则赋值“０” ０．２９８１　 ０．４５７４
ｅｌｉｔｅ 就读或毕业于“９８５”“２１１”工程大学赋值“１”，否则赋值“０” ０．０２３８　 ０．１５９２
ｆ＿ｃａｒｅｅｒ
父辈最高职业阶层。职业分七层时按所处层级从低到高赋
值“１～７”；职业分三层时从低到高赋值“１～３”
２．６７８１（七层）
１．５８２９（三层）
１．７８６３（七层）
０．６７４５（三层）
ｅｎｒｏｌｌｍｅｎｔ 子辈高考年份高考所在省份的高考录取率 ０．６１９４　 ０．１４５４
ｆ＿ｃａｒｅｅｒ＿
ｅｎｒｏｌｌｍｅｎｔ３
父辈最高职业所在层级与子辈高考年份前三年所在省份高
考录取率的交叉项
１．５０８７（七层）
０．８８８３（三层）
１．１５９２（七层）
０．４８７１（三层）
ａｇｅ 子辈２０１３年的年龄 ２５．２６８９　 ４．４６３３
ｇｅｎｄｅｒ 子辈的性别，“１”表示男性，“０”表示女性 ０．５２７４　 ０．４９９３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子辈是否为少数民族，“１”表示少数民族，“０”表示汉族 ０．０７００　 ０．２５５２
ｆｓｉｚｅ 家庭规模，表示子辈拥有的兄弟姐妹数量 １．２２２０　 １．０７９９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子辈高考年份的户籍状况，“１”表示非农户籍，否则赋值“０” ０．２６１２　 ０．４３９３
ｆ＿ｅｄｕ
父辈最高受教育年限，文盲、小学、初中、高中／职高／中专、
大学专科、大学本科、研究生分别赋值“０”“６”“９”“１２”“１５”
“１６”“１９”
７．４５５１　 ４．４６５２
ｆ＿ａｇｅ 父辈中年龄最高者２０１３年的年龄 ４３．５２７０　 ２０．８２９８
　　资料来源：高考录取率数据由作者收集和估算获得，其他数据来源于中国家庭收入调查（ＣＨＩＰ）数据库。
（二）计量模型和计量结果
１．高等教育扩张与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的演化。首先，我们对上述理论模型的第一个结论进
行检验，即随着高校扩招的不断推进，阶层间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不平等是否有所缓解。表２
显示了二元Ｌｏｇｉｔ模型的实证检验结果。
表２第（１）～（３）列将父辈职业分为七层，第（４）～（６）列将父辈职业分为三层。在第（１）列和第
（４）列中，仅对父辈职业阶层和子辈高考时面临的高考录取率进行回归。第（２）列和第（５）列中，仅对
交叉项ｆ＿ｃａｒｅｅｒ＿ｅｎｒｏｌｌｍｅｎｔ３进行回归，这一变量的回归系数都显著不为零，即家庭财富水平和高校
扩招对子辈高等教育机会的作用存在相互影响，这表明仅仅以低次项作为解释变量是不够的，因此
在第（３）列和第（６）列中，我们加入交互项和构造交互项的全部低次项进行回归。在这两列中，ｆ＿ｃａ－
ｒｅｅｒ和ｅｎｒｏｌｌｍｅｎｔ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这表明即使排除了另一个因素的影响，家庭收入和高考
录取率的提升都会增加子辈接受高等教育的可能性，这也与我们理论分析的结论一致。另外，核心
解释变量ｆ＿ｃａｒｅｅｒ＿ｅｎｒｏｌｌｍｅｎｔ３系数显著为负，这表明随着高考录取率的提升，家庭阶层对子辈接受
高等教育概率的影响减小了。换言之，随着高等教育扩张的推进，阶层间高等教育机会的不平等现
象有所缓和。
表２也报告了其他控制变量对个体进入大学概率的影响。第一，我们看到子辈的年龄ａｇｅ的回
归系数显著为正。由于在计量模型中包含了高考录取率信息，相当于控制了个体高考年份，因此，
ａｇｅ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个体最后一次参加高考的年龄越大，考上大学的可能性越高，这可能
是因为相对年龄较大的学生可能学习能力和理解能力更强，或经过复读、补习等方式参与多次高考
后更有可能考入大学。第二，个体性别因素ｇｅｎｄｅｒ的系数显著为负，这表明在考察性别间高等教育
机会不平等时，女性劣于男性的现象已不复存在，且女性的入学概率显著超越男性。国内许多研究
也发现在我国教育机会的性别不平等呈现持续减弱趋势，甚至开始出现女性教育成就优于男性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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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李春玲，２０１０；叶华、吴晓刚，２０１１），同时国外研究也得出类似结论（Ｂｕｃｈｍａｎ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第
三，ｍｉｎｏｒｉｔｙ的系数并不显著，表明少数民族与汉族在接受高等教育资源方面没有差异。第四，子辈
的兄弟姐妹人数与高等教育机会显著负相关，Ｄｏｗｎｅｙ（１９９５）和叶华、吴晓刚（２０１１）的研究也得出相
似结论。这是因为兄弟姐妹人数较多的个体，分配到的家长的教育投入和关注更少，因此在教育成
就方面表现相对较差。第五，相比于农村户籍，非农户籍的个体更可能进入大学，这一方面是因为优
质初等教育分布的不均匀，农村初等教育质量低于城市，许多农村生源早早地退出了高考竞争，甚至
放弃高中教育，这正是“输在了起跑线上”；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农村家庭对教育回报的预期较低，因
此对子女教育的关注程度低于城市，最终导致农村子女的教育表现逊色于城市。第六，父辈的受教
育年限显著促进了子辈进入大学的可能性，这也与现实一致。这种文化资本的传递，是由于教育程
度更高的父母通常更重视子女的教育，并能在子女的学习上给予更多的指导和帮助。
表２　高等教育扩张与高等教育机会的不平等
父辈职业分七层 父辈职业分三层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ｆ＿ｃａｒｅｅｒ＿
ｅｎｒｏｌｌｍｅｎｔ３
－０．２１５＊＊＊
（－２．８７）
－０．３３４＊＊＊
（－４．４０）
－０．４８２＊＊
（－２．５２）
－０．４８２＊＊
（－４．３７）
ｆ＿ｃａｒｅｅｒ
０．１２４＊＊＊
（９．０４）
０．１２８＊＊＊
（９．２５）
０．２９９＊＊＊
（８．２４）
０．３０４＊＊＊
（８．３６）
ｅｎｒｏｌｌｍｅｎｔ
１．６１４＊＊＊
（８．８５）
１．７１９＊＊＊
（９．３２）
１．６０３＊＊＊
（８．８０）
１．７５６＊＊＊
（９．４４）
Ａｇｅ
０．０５７８＊＊＊
（９．５２）
０．０２３２＊＊＊
（４．５３）
０．０５７１＊＊＊
（９．３９）
０．０５９４＊＊＊
（９．７６）
０．０２２５＊＊＊
（４．３６）
０．０５８０＊＊＊
（９．５１）
ｇｅｎｄｅｒ
－０．５１２＊＊＊
（－１１．３７）
－０．５２４＊＊＊
（－１１．７０）
－０．５１５＊＊＊
（－１１．４２）
－０．５２４＊＊＊
（－１１．６３）
－０．５２４＊＊＊
（－１１．７２）
－０．５２８＊＊＊
（－１１．７０）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０．０４８４
（－０．５５）
－０．０９３２
（－１．０６）
－０．０４６０
（－０．５２）
－０．０４３６
（－０．４９）
－０．０９６１
（－１．１０）
－０．０４４８
（－０．５１）
ｆｓｉｚｅ
－０．２５３＊＊＊
（－１０．６１）
－０．２９８＊＊＊
（－１２．５６）
－０．２５４＊＊＊
（－１０．６２）
－０．２５３＊＊＊
（－１０．６２）
－０．２９９＊＊＊
（－１２．５８）
－０．２５５＊＊＊
（－１０．６６）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０．８６０＊＊＊
（１７．８７）
０．９２５＊＊＊
（１９．４７）
０．８５８＊＊＊
（１７．８３）
０．８７６＊＊＊
（１８．２７）
０．９２５＊＊＊
（１９．４８）
０．８７５＊＊＊
（１８．２４）
ｆ＿ｅｄｕ
０．１９５＊＊＊
（２１．２０）
０．２２２＊＊＊
（２５．３３）
０．１９６＊＊＊
（２１．３０）
０．１９８＊＊＊
（２１．５９）
０．２２１＊＊＊
（２５．２９）
０．１９９＊＊＊
（２１．６６）
ｆ＿ａｇｅ
－０．０２１０＊＊＊
（－１１．２２）
－０．０２１２＊＊＊
（－１１．３２）
－０．０２１３＊＊＊
（－１１．３４）
－０．０２０６＊＊＊
（－１１．０１）
－０．０２１０＊＊＊
（－１１．２５）
－０．０２０７＊＊＊
（－１１．０３）
＿ｃｏｎｓ
－２．７６４＊＊＊
（－１６．４５）
－１．９３９＊＊＊
（－１３．９８）
－２．７４０＊＊＊
（－１６．２９）
－２．８８１＊＊＊
（－１７．１２）
－１．９２１＊＊＊
（－１３．７２）
－２．８４０＊＊＊
（－１６．８７）
样本数 １３３６２　 １３３６２　 １３３６２　 １３３６２　 １３３６２　 １３３６２
　　注：括号内的数值表示估计系数的ｔ值，＊＊＊、＊＊和＊分别表示在１％、５％和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其他回归
结果表格注释与此相同，故略去。
２．高等教育扩张与高水平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的演化。接下来，我们检验高水平高等教育机
会的不平等程度是否随着高等教育的扩张不断加剧。我们同样采用二元Ｌｏｇｉ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
回归结果如表３所示。
表３第（１）～（３）列将父辈职业分为七类，第（４）～（６）列将父辈职业分为三个层次。在第（１）列
和第（４）列中，仅对两个低次项进行回归。第（２）列和第（５）列仅对交叉项ｆ＿ｃａｒｅｅｒ＿ｅｎｒｏｌｌｍｅｎｔ３进行
回归，在这两列中，这一变量的回归系数都显著为正，这说明当高校扩招程度发生变化时，家庭财富
水平对子辈进入高水平大学概率的影响会发生变化，此时仅仅对家庭收入水平的代理变量ｆ＿ｃａｒｅｅｒ
和扩招水平的代理变量ｅｎｒｏｌｌｍｅｎｔ进行回归不能反映两者间的交互影响，第（１）列和第（４）列中的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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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系数是有偏的。因此，在第（３）列和第（６）列中，我们加入交互项ｆ＿ｃａｒｅｅｒ＿ｅｎｒｏｌｌｍｅｎｔ３后再次进行
回归。可以看到，ｆ＿ｃａｒｅｅｒ和ｅｎｒｏｌｌｍｅｎｔ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这表明即使另一个因素为零，家庭收
入和高考录取率的提升都将增加子辈接受高水平高等教育的概率。更值得关注的是，ｆ＿ｃａｒｅｅｒ＿ｅｎｒｏｌｌ－
ｍｅｎｔ３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随着高校扩招的推进，家庭阶层对子辈是否能够接受高水平高等教育的影
响更大了。换言之，不同阶层家庭中子辈进入高水平大学可能性的差距进一步拉大，高水平高等教育
机会的不平等程度进一步加剧了。
表３　高等教育扩张与高水平高等教育机会的不平等
父辈职业分七层 父辈职业分三层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ｆ＿ｃａｒｅｅｒ＿
ｅｎｒｏｌｌｍｅｎｔ３
０．５１９＊＊＊
（３．４２）
０．４１１＊＊＊
（２．６１）
１．２３７＊＊＊
（３．２１）
０．９２７＊＊
（２．２９）
ｆ＿ｃａｒｅｅｒ
０．０７４９＊＊
（１．９７）
０．０７０１＊
（１．８３）
０．１８１＊
（１．８４）
０．１６８＊
（１．７０）
ｅｎｒｏｌｌｍｅｎｔ
１．３５５＊＊＊
（２．８５）
０．９１４＊
（１．８１）
１．３３７＊＊＊
（２．８１）
０．９１３＊
（１．７９）
Ａｇｅ
０．１１１＊＊＊
（６．９２）
０．０９９１＊＊＊
（６．７１）
０．１１４＊＊＊
（７．０４）
０．１１１＊＊＊
（６．９３）
０．１００＊＊＊
（６．７２）
０．１１４＊＊＊
（７．０５）
ｇｅｎｄｅｒ
－０．１９２
（－１．５９）
－０．１９４
（－１．６０）
－０．１９１
（－１．５８）
－０．１９５
（－１．６１）
－０．１９３
（－１．５９）
－０．１９４
（－１．５９）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０．０３５６
（－０．１３）
－０．０４４２
（－０．１６）
－０．０２５４
（－０．０９）
－０．０２７４
（－０．１０）
－０．０３９９
（－０．１５）
－０．０１５３
（－０．０６）
Ｆｓｉｚｅ
－０．２５５＊＊＊
（－２．９９）
－０．２８２＊＊＊
（－３．３４）
－０．２５０＊＊＊
（－２．９３）
－０．２５５＊＊＊
（－２．９９）
－０．２８２＊＊＊
（－３．３３）
－０．２５０＊＊＊
（－２．９３）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２．０７５＊＊＊
（１１．５４）
２．１２９＊＊＊
（１１．８７）
２．０８６＊＊＊
（１１．５７）
２．０８４＊＊＊
（１１．６１）
２．１２８＊＊＊
（１１．８６）
２．０９４＊＊＊
（１１．６４）
ｆ＿ｅｄｕ
０．２１４＊＊＊
（８．７２）
０．２２８＊＊＊
（１０．１７）
０．２１０＊＊＊
（８．５６）
０．２１７＊＊＊
（８．９８）
０．２２９＊＊＊
（１０．２７）
０．２１５＊＊＊
（８．８７）
ｆ＿ａｇｅ
－０．０２７７＊＊＊
（－４．４２）
－０．０２７０＊＊＊
（－４．３５）
－０．０２６５＊＊＊
（－４．２７）
－０．０２７７＊＊＊
（－４．４３）
－０．０２７５＊＊＊
（－４．４３）
－０．０２７０＊＊＊
（－４．３４）
＿ｃｏｎｓ
－８．３１９＊＊＊
（－１７．２０）
－８．０７９＊＊＊
（－１８．２１）
－８．４１２＊＊＊
（－１７．２５）
－８．３７２＊＊＊
（－１７．３３）
－８．０９６＊＊＊
（－１８．１６）
－８．４６２＊＊＊
（－１７．３７）
样本数 １３３６２　 １３３６２　 １３３６２　 １３３６２　 １３３６２　 １３３６２
在其他控制变量方面，通过对比表２和表３，我们发现性别的系数为负但并不显著，说明不同于
总体高等教育机会，在高水平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分配方面，男女并不存在显著差异。此外，其他因
素对个人进入“９８５”“２１１”大学概率的影响方向与其对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一致。简单来说，高考时
年龄相对较大、兄弟姐妹数量较少、高考时户籍非农、父亲教育水平较高而年龄较低的个体更可能进
入高水平大学继续深造。
３．稳健性检验。我们采用线性概率回归模型再次检验高等教育扩张与高等教育入学机会、高
等教育扩张和高水平大学教育机会不平等状况的关系，回归结果如表４与表５所示。在表４中，核
心解释变量ｆ＿ｃａｒｅｅｒ的系数显著为正、ｆ＿ｃａｒｅｅｒ＿ｅｎｒｏｌｌｍｅｎｔ３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不同收入阶层间
高等教育机会存在不平等，但随着高校扩招的推进，家庭经济状况对子辈进入大学的影响不断减弱，
也就是说高等教育机会趋于均等化，与表２的实证结果一致。在表５中，ｆ＿ｃａｒｅｅｒ的系数显著为正
且ｆ＿ｃａｒｅｅｒ＿ｅｎｒｏｌｌｍｅｎｔ３的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家庭收入较高的个人更可能进入“９８５”“２１１”工程
大学，不同收入阶层间存在高水平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且随着高等教育扩张，不平等的程度进一步
加剧。另外，对比表２和表４、表３和表５，不难发现各控制变量回归系数的符号和显著性基本一致，
表明计量结果具有一定的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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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稳健性检验：高等教育扩张与高等教育机会的不平等
父辈职业分七层 父辈职业分三层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ｆ＿ｃａｒｅｅｒ＿
ｅｎｒｏｌｌｍｅｎｔ３
－０．０２６６＊＊
（－２．０４）
－０．０４１１＊＊＊
（－３．１７）
－０．０５８８＊
（－１．７５）
－０．１０７＊＊＊
（－３．１９）
ｆ＿ｃａｒｅｅｒ
０．０２６３＊＊＊
（１０．８０）
０．０２６６＊＊＊
（１０．９３）
０．０６０７＊＊＊
（９．５２）
０．０６１２＊＊＊
（９．５９）
ｅｎｒｏｌｌｍｅｎｔ
０．２６４＊＊＊
（８．７２）
０．２７１＊＊＊
（８．９３）
０．２６２＊＊＊
（８．６５）
０．２７５＊＊＊
（９．００）
Ａｇｅ
０．００９５２＊＊＊
（９．４３）
０．００３９０＊＊＊
（４．５６）
０．００９５３＊＊＊
（９．４４）
０．００９８７＊＊＊
（９．７２）
０．００３８１＊＊＊
（４．４３）
０．００９７９＊＊＊
（９．６５）
ｇｅｎｄｅｒ
－０．０８８５＊＊＊
（－１１．６７）
－０．０９２５＊＊＊
（－１２．１３）
－０．０８８６＊＊＊
（－１１．６９）
－０．０９１４＊＊＊
（－１２．０５）
－０．０９２７＊＊＊
（－１２．１５）
－０．０９１８＊＊＊
（－１２．１１）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０．００２４７
（－０．１８）
－０．０１１２
（－０．８０）
－０．００１２９
（－０．０９）
－０．００１９０
（－０．１４）
－０．０１１７
（－０．８３）
－０．００１３２
（－０．０９）
Ｆｓｉｚｅ
－０．０３８０＊＊＊
（－１０．６３）
－０．０４４９＊＊＊
（－１２．６１）
－０．０３７９＊＊＊
（－１０．６２）
－０．０３８２＊＊＊
（－１０．６７）
－０．０４５０＊＊＊
（－１２．６２）
－０．０３８２＊＊＊
（－１０．６８）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０．１９４＊＊＊
（２１．７７）
０．２１２＊＊＊
（２３．９２）
０．１９３＊＊＊
（２１．７５）
０．１９８＊＊＊
（２２．３５）
０．２１２＊＊＊
（２３．９２）
０．１９８＊＊＊
（２２．３５）
ｆ＿ｅｄｕ
０．０３０８＊＊＊
（２２．９４）
０．０３６３＊＊＊
（２８．５０）
０．０３０９＊＊＊
（２３．０３）
０．０３１３＊＊＊
（２３．３３）
０．０３６２＊＊＊
（２８．４７）
０．０３１４＊＊＊
（２３．３７）
ｆ＿ａｇｅ
－０．００３００＊＊＊
（－１１．５０）
－０．００３０１＊＊＊
（－１１．４５）
－０．００３０３＊＊＊
（－１１．５９）
－０．００２８８＊＊＊
（－１１．０２）
－０．００２９９＊＊＊
（－１１．３９）
－０．００２８７＊＊＊
（－１０．９９）
＿ｃｏｎｓ
－０．０１３０
（－０．４７）
０．１１０＊＊＊
（４．７５）
－０．０１２０
（－０．４３）
－０．０３７９
（－１．３７）
０．１１３＊＊＊
（４．８３）
－０．０３５１
（－１．２７）
样本数 １３３６２　 １３３６２　 １３３６２　 １３３６２　 １３３６２　 １３３６２
表５　稳健性检验：高等教育扩张与高水平高等教育机会的不平等
父辈职业分七层 父辈职业分三层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ｆ＿ｃａｒｅｅｒ＿
ｅｎｒｏｌｌｍｅｎｔ３
０．０２５５＊＊＊
（５．４７）
０．０２３９＊＊＊
（５．１１）
０．０６２４＊＊＊
（５．１９）
０．０５７６＊＊＊
（４．７５）
ｆ＿ｃａｒｅｅｒ
０．００３３２＊＊＊
（３．７８）
０．００３１３＊＊＊
（３．５６）
０．００７４６＊＊＊
（３．２５）
０．００７２０＊＊＊
（３．１３）
ｅｎｒｏｌｌｍｅｎｔ
０．０３３２＊＊＊
（３．０４）
０．０２９２＊＊＊
（２．６７）
０．０３３０＊＊＊
（３．０２）
０．０２６１＊＊
（２．３７）
Ａｇｅ
０．００２７２＊＊＊
（７．４７）
０．００２１０＊＊＊
（６．８６）
０．００２７２＊＊＊
（７．４７）
０．００２７６＊＊＊
（７．５５）
０．００２２１＊＊＊
（７．１７）
０．００２８０＊＊＊
（７．６７）
Ｇｅｎｄｅｒ
－０．００６６３＊＊
（－２．４２）
－０．００７０２＊＊
（－２．５７）
－０．００６５７＊＊
（－２．４１）
－０．００７００＊＊
（－２．５６）
－０．００６８４＊＊
（－２．５０）
－０．００６７７＊＊
（－２．４８）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０．００２３１
（０．４６）
０．０００５２６
（０．１０）
０．００１６２
（０．３２）
０．００２３７
（０．４７）
０．０００９９７
（０．２０）
０．００２０７
（０．４１）
Ｆｓｉｚｅ
－０．００３６８＊＊＊
（－２．８５）
－０．００４４９＊＊＊
（－３．５２）
－０．００３７１＊＊＊
（－２．８８）
－０．００３７２＊＊＊
（－２．８８）
－０．００４４２＊＊＊
（－３．４６）
－０．００３７１＊＊＊
（－２．８８）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０．０５３９＊＊＊
（１６．８１）
０．０５６２＊＊＊
（１７．７３）
０．０５４１＊＊＊
（１６．８７）
０．０５４６＊＊＊
（１７．０７）
０．０５６１＊＊＊
（１７．７１）
０．０５４６＊＊＊
（１７．１０）
ｆ＿ｅｄｕ
０．００５２６＊＊＊
（１０．８８）
０．００５８１＊＊＊
（１２．７７）
０．００５１９＊＊＊
（１０．７３）
０．００５３５＊＊＊
（１１．０５）
０．００５８８＊＊＊
（１２．９２）
０．００５３２＊＊＊
（１１．００）
ｆ＿ａｇｅ
－０．０００６５０＊＊＊
（－６．９０）
－０．０００６３４＊＊＊
（－６．７４）
－０．０００６３６＊＊＊
（－６．７６）
－０．０００６３４＊＊＊
（－６．７４）
－０．０００６５１＊＊＊
（－６．９３）
－０．０００６３９＊＊＊
（－６．７９）
＿ｃｏｎｓ
－０．０６４０＊＊＊
（－６．４２）
－０．０５１５＊＊＊
（－６．２１）
－０．０６４６＊＊＊
（－６．４８）
－０．０６７１＊＊＊
（－６．７４）
－０．０５４３＊＊＊
（－６．５０）
－０．０６８６＊＊＊
（－６．８９）
样本数 １３３６２　 １３３６２　 １３３６２　 １３３６２　 １３３６２　 １３３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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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宜航 徐 菁：高等教育扩张与教育机会不平等演变
　 　２０１７年第１２期
四、结束语
人类社会存在着各式各样的分层与差异，而其中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因其存在更深入和广泛的
社会与经济方面的影响而得到社会科学研究的关注，并引发了众多学术争议。本文以高等教育扩张
为切入点，探讨在高等教育扩张的进程中，不同社会阶层间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量和质的不平等程
度如何演变。分析显示，总体高等教育机会和高水平高等教育机会在不同社会阶层间都存在不平
等，即高收入阶层家庭的子女进入一般水平院校和上高水平院校的可能性均高于低收入阶层的家
庭。而随着扩招的不断推进，不同水平高等教育机会获得不平等的演变情况并不相同。在高等教育
机会数量方面，由于高校扩招弱化了家庭收入对入学概率的影响，低收入家庭子女进入高等院校的
概率提升快于高收入家庭，阶层间高等教育机会的不平等随着扩招得到了缓解。但由于高水平大学
的扩招程度远低于一般水平的院校，因此在高校扩招的进程中，相比于家庭收入对子女进入一般水
平院校作用的快速减弱，家庭收入对获得高水平高等教育机会的作用反而相对增强，最终导致高水
平高等教育机会在阶层间的不平等状况进一步加剧。
虽然随着高等教育的扩张，低收入阶层家庭的子女可以更多地得到上一般水平高等院校的机
会，在高等教育参与数量方面的不平等得以缩小，但如“９８５”“２１１”工程这样的高水平大学的教育资
源则更多的被中上收入阶层家庭的孩子所获取，高水平高等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并未缩减，反而
可能加剧。而推动社会的向上流动，无疑更多地依赖于高水平大学教育机会的平等化。因此，想要
真正缓解社会固化，并不能仅仅通过扩张高等教育规模，必须实施向低收入家庭或农村家庭倾斜的
教育政策，才能使高等教育更公平地惠及贫困家庭的孩子，促进阶层间的流动。例如，增加针对农村
学校、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公共教育支出，提高贫困地区的义务教育质量，这将能缓解阶层间子女在教
育支出方面的差距，提升低收入家庭子女在高考中的竞争力，增加低收入阶层个体进入高水平大学
的可能性，防止阶层固化。另外，还可以通过重点高校面向贫困地区、农村家庭或低收入家庭的定向
招生计划，让高水平的高等教育资源惠及低收入阶层子女，在最后一环促进结果公平，真正促进阶层
间的流动。
当然，本文还存在需要改进之处。在构建核心解释变量时，由于无法获得各省份９８５高校录取
率、２１１高校录取率，因此本文使用高考录取率作为高等教育扩张的代理变量，受到数据可得性的限
制，我们估计了１９９５年至２００５年的各省高考报名人数和录取人数，并据此计算高考录取率，这种做
法可能与真实高考录取率存在一定偏差。解决以上不足还有待于后续研究的进一步推进。
注：
①数据来自２０１７年教育部公布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名单；虽然我国还有部分专业院校的教研水平与社会评价不在
“２１１”“９８５”之下，但为分析之便本文主要以“２１１”“９８５”院校为例。
②从前述能力节点的表达式可知其他参变量也会影响能力节点的取值，但基于本文的分析重点，这里我们只关注于
影响能力节点的高等教育扩张ξ和家庭经济水平ｙｉ这两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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